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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民主程度通过国家制度影响“人”在一国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从而释放人口红利，刺激经济增长。
本文针对１９６０—２０１５年１５０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民主程度在人口红利刺激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结果

表明：第一，人口红利能够显著刺激经济增长。第二，民主程度难以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直接作用，但能释放经济增

长的人口红利效应，体现出放大器机制。这一研究结论在不同时间区间和极端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和地区中稳健

成立，也不受人口变量和民主程度变量选取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可能有助于对中国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继

续推行政府放权让利、促进公平竞争，从而最大化挖掘人口红利末期的经济增长潜力提供经验数据支持。

　　关键词：民主程度　人口红利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３６（２０１７）１０－００１４－１２

　　一、问题提出

世界人口形势正在发生系统性的改变，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世界各地不同程度发生。中

国人口政策的调整也会带来未来人口变量的深刻变化。而民主程度反映一国公民政治权利，通过立法和制

度建设影响经济主体“人”的行为。各国都希望通过制度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民主政治已经成为世界性趋

势。民主程度较高的国家，更注重释放经济主体“人”的潜力，从而推进经济发展。中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积极的制度基础，其促进作用是巨大且不可替代的。

第一，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现有研究中，人口红利的概念可概括为四类：储蓄论、资本深化论、人口

结构论和行为调整论［１］。人口红利可能通过三条渠道刺激经济增长。（１）缓解人口抚养负担，提高劳动力

绝对数量。林德和马伦贝格（Ｌｉｎｄｈ＆Ｍａｌｍｂｅｒｇ，１９９９）认为人口红利能降低家庭抚养负担，劳动人口从家庭

非生产性活动转移到社会生产性活动，间接增加社会劳动力数量和比例［２］。康宁（Ｃ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０６）发现较低

的少儿抚养负担也能够解放更多的女性劳动力，提高劳动市场参与率并促进经济增长［３］。（２）提高储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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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少年和老年时期进行负储蓄，抚养比与储蓄率反向变化。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人口红

利带来的高储蓄率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莱夫（Ｌｅｆｆ，１９６９）［４］、希金斯和威廉姆森（Ｈｉｇｇｉｎ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１９９７）［５］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这一观点。（３）降低财政支出。泰尔斯和史（Ｔｙｅｒｓ＆Ｓｈｉ，２００７）认为老年抚养

比上升带来税收减少和财政支出增加，这两方面的压力都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６］。而人口红利则可能有效

降低财政负担，从而将资源配置到更有效的生产行为上。

第二，民主程度可能影响经济增长。部分学者认为民主程度提高能够直接刺激经济增长，并可能存在

非线性关系。佩尔松和泰贝里尼（Ｐｅｒｓｓｏｎ＆Ｔａｂｅｌｌｉｎｉ，２００６）针对１９６０—２０００年１５０个国家、习明明和张进

铭（２０１４）针对１９７２—２０１０年 １６６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均发现，民主制度能够推动经济发展［７－８］。而巴罗

（Ｂａｒｒｏ，２００３）、普朗普和马丁（Ｐｌüｍｐｅｒ＆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０３）对于二者非线性关系的研究则表明，民主程度与经济

增长之间存在“倒Ｕ型”关系，民主程度较低时，民主化会刺激经济增长，但民主达到一定程度后，进一步提

高民主程度将产生阻碍作用［９－１０］。

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民主程度并不能直接影响经济增长，但可能通过三条间接渠道发挥作用。（１）经

济自由化。菲德尔穆茨（Ｆｉｄｒｍｕｃ，２００３）发现民主程度提高更有利于推进经济自由化，而后者能够刺激经济

增长［１１］。（２）人力资本积累。鲍姆和莱克（Ｂａｕｍ＆Ｌａｋｅ，２００３）发现推进民主能够有效提高贫穷国家的健

康程度和富裕国家的受教育程度，从人力资本积累渠道刺激经济增长［１２］。（３）政治渠道。诺斯（Ｎｏｒｔｈ，

１９９３）、里维拉－巴蒂斯（ＲｉｖｅｒａＢａｔｉｚ，２００２）、德哈恩和斯特姆（ＤｅＨａａｎ＆Ｓｔｕｒｍ，２００３）、特鲁等（Ｄｒｕｒｙｅｔａｌ．，

２００６）分别认为民主程度能够推进民主制度建设、提高政府治理质量、限制寻租行为和减少腐败，从而减少

政府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和实施促进经济发展战略以促进经济增长的阻碍［１３－１６］。总体来说，塔瓦雷斯和沃克

其尔格（Ｔａｖａｒｅｓ＆Ｗａｃｚｉａｒｇ，２００１）认为这部分研究结果并没有非常统一［１７］。

第三，民主程度促进人口红利的释放。格林（Ｇｌｙｎ，１９９５）、塔瓦雷斯和沃克其尔格（２００１）、多克阿格斯

和鲁巴索格鲁（Ｄｏｕｃｏｕｌｉａｇｏｓ＆Ｕｌｕｂａｓｏｇｌｕ，２００８）、奥尔森（Ｏｌｓｏｎ，１９９１）认为民主程度较高的国家更倾向于将

充分就业和劳动力资源充分利用、实现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为居民储蓄和投资提供安全的制度环境以及降

低财政的非生产领域支出作为政策目标，而这些目标都有利于促进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效应的释放［１７－２０］。

但是这些文献并没有直接讨论民主程度对人口红利刺激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讨论民主程度、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第一，人口红利能够显著刺激经济增长；第二，民

主程度难以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直接作用，但能释放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效应，在民主程度较高的样本中，经

济增长对抚养比变化更为敏感，这在民主程度变化时期也成立；第三，在极端经济发展程度和不同时间的样

本中，建立更为开放的制度更有利于释放人口红利。本文与现有研究文献的不同之处是，研究并发现民主

程度能够放大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是对政治学、人口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研究的一次尝试。

这也有助于在人口结构和民主程度均发生显著变化的中国寻找和关注更有效的经济增长政策，对中国进一

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继续推行政府放权让利、促进公平竞争，从而最大化挖掘人口红利末期的经济增长

潜力提供经验支持。

　　二、典型事实

　　（一）民主程度

政治体制、历史沿革、文化等差异，使得世界各国和地区制度开放程度参差不齐。图１用 Ｐｏｌｉｔｙ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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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中的Ｐｏｌｉｔｙ２指标描绘了世界各国和地区民主程度分布情况。以Ｐｏｌｉｔｙ２指标中的“民主”项减去“集权”项

的得分衡量国家民主程度，取值区间为［－１０，１０］。“民主”项从政治参与程度、选举竞争程度、选举公开程度

和对领导人的约束程度等四个方面对国家和地区的民主程度进行评价，“集权”项根据政治参与程度、选举

竞争程度、对领导人的约束程度、政策调整的民主程度和竞争公平程度等五个方面评价民主程度。Ｐｏｌｉｔｙ２指

标取值越大，民主程度越高。

民主程度表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并且与经济发展程度相关。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等较为发达的国

家民主程度较高，南美洲、南亚和非洲国家次之，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等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最为保守。从

目前跨国收入分配格局来看，更高的民主程度对应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８］。

　　资料来源：ＰｏｌｉｔｙⅣ数据库。

图１　世界民主程度分布图

　　（二）民主程度、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程度

图２描绘了１９６０—２０１５年全球１５０个国家和地区考虑不同民主程度时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与收入

水平的关系。可以发现，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分别与收入水平存在负相关和正相关关系，并在制度较

为开放的国家和地区边际影响更为明显。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需要以解放“人”的经济增长作用为基础。人口红利是指劳动年龄人

口占比较大，社会劳动力供给充裕。此时如果辅以有效促进劳动力参与生产的制度安排，则能够有效释放

人口红利。已有研究发现，民主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更倾向于将充分就业和劳动力资源充分利用、实现

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为居民储蓄和投资提供安全的制度环境以及降低财政的非生产领域支出作为政策目

标。从而本文提出假设：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民主程度对这一促进效应产生放大作用。

　　三、模型和数据

　　（一）模型

本文基于经验事实建立计量模型，以验证上面假设。解释变量分为两类，一类是代表民主程度和人口

红利的变量，用于讨论二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另一类是控制变量，用于排除其他宏观经济因素对实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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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文根据ＰｏｌｉｔｙⅣ数据库的分类标准，将Ｐｏｌｉｔｙ２指标大于等于５的样本视为完全民主，其余为不完全民主。

　资料来源：ＰｏｌｉｔｙⅣ数据库及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ＷＤＩ）数据库。时间区间：１９６０—２０１５年。

图２　民主程度、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水平

的影响。基准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ｇｉｔ＝α０＋α１ＤＲｉｔ＋α２ＤＥＭＯｉｔ＋βＸｉｔ＋μｉ＋λｔ＋ｖｉｔ （１）

式（１）中，ｇｉｔ表示经济增长，ＤＲｉｔ表示人口红利，ＤＥＭＯｉｔ表示民主程度，Ｘｉｔ为控制变量矩阵；α０、α１、α２为常

数项和解释变量系数，β为控制变量参数矩阵；扰动项由μｉ、λｔ、ｖｉｔ三部分组成，其中 μｉ为个体异质性截距项，

λｔ表示时间固定效应，ｖｉｔ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

式（１）中的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ｇｉｔ以人均ＧＤＰ增长率刻画。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人

均ＧＤＰ增长的上升，从而人均ＧＤＰ增长可以度量经济增长［１］。

解释变量中的人口红利变量以抚养比刻画。人口红利表现为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较高，社会抚养负

担较轻，表现为劳动力市场供给充裕。参考钟水映和李魁（２０１０）［１］的研究，本文分别以总抚养比（１４岁及

以下和６５岁及以上人口占１５～６４岁人口比重）、少儿抚养比（１４岁及以下人口占１５～６４岁人口比重）和老

年抚养比（６５岁及以上人口占１５～６４岁人口比重）度量人口红利。

民主程度ＤＥＭＯｉｔ选择ＰｏｌｉｔｙⅣ数据库中的Ｐｏｌｉｔｙ２指标作为代理变量。历史沿革、执政方针和政治性质

不同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民主程度存在差异，民主程度的量化也因此成为研究焦点。目前学者使用较多的

民主程度量化指标包括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杂志发布的民主指数、ＦｒｅｅｄｏｍＨｏｕｓｅ发布的政治权利指标和 ＰｏｌｉｔｙⅣ数

据库中的Ｐｏｌｉｔｙ２指标。本文借鉴布罗兹（Ｂｒｏｚ，２００２）［２１］、森鲍（Ｓｈａｍｂａｕｇｈ，２００４）［２２］和刘晓辉（２０１３）［２３］的

研究，采用ＰｏｌｉｔｙⅣ数据库中的Ｐｏｌｉｔｙ２指标量化国家和地区民主程度。Ｐｏｌｉｔｙ２指标取值越大，民主程度越

高。也将在后文使用ＦｒｅｅｄｏｍＨｏｕｓｅ发布的政治权利指标检验结果是否在变量度量指标选取中稳健。

控制变量矩阵用于消除宏观经济因素对模型结果的影响。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及其变形，经济增长受

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进出口的影响。为消除完全多重共线性，不考虑消费变量。生产过程中，产出水平

受资本和劳动力的共同影响。因此，Ｘｉｔ中包含初始人均资本存量、投资、政府支出、进口和出口。

参考巴罗（Ｂａｒｒｏ，１９９１）［２４］的研究，本文引入人均ＧＤＰ一阶滞后项作为控制变量，以处理经济发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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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和民主程度而造成的内生性问题。

巴罗（２００３）［９］认为短期内投资率上升会提高稳态时的人均产出水平，实现经济增长。本文参考林毅夫

和孙希芳（２００８）［２５］的做法，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刻画投资率。

卢卡斯（Ｌｕｃａｓ，１９９８）、格鲁斯曼和赫尔普曼（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０）认为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可以

通过技术进步、产业专业化、优化国内生产要素配置刺激经济增长［２６－２７］。但是由于进口和出口在经济增长

中扮演者不同的角色，本文分别以进口总额与 ＧＤＰ的比值和出口总额与 ＧＤＰ的比值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式

（１）。

考虑到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汪伟（２００９）认为短期内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均无法实现完全折旧，因而

经济活动具有跨期性质，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对上一期经济发展状况存在依赖［２８］。解释变量中引入被解释变

量滞后项也可以将静态模型转换为动态模型。

　　（三）数据

本文选择的样本区间为１９６０—２０１５年。借鉴朱超和张林杰（２０１２）［２９］的处理方法，对全球数据进行如

下筛选：第一，剔除关于某变量数据完全缺失的国家和地区；第二，剔除数据不可得的国家和地区；第三，剔

除连续观察值小于５年的国家和地区。最终选定了１５０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研究样本。宏观经济数据和人口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ＷＤＩ数据库，民主程度数据来自ＰｏｌｉｔｙⅣ数据库。此外，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可信度，在

回归过程中剔除了人均ＧＤＰ增长率的离群值。表１展示了回归模型中涉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

表１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数据说明

人均ＧＤＰ增长率 ５１０５ ２．２４３３ 　３．９１８５ －１３．０３６２ 　１４．２８３６ 百分比（％）

总抚养比 ５０９７ ６８．５３４３ ２０．０３９２ １７．０３１２ １１３．０５８０ 少年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之和

少年抚养比 ５０９７ ５６．８７７３ ２５．１７６９ １５．７９２６ １０７．４７８０ １４岁以下人口与１５～６４岁人口的百分比

老年抚养比 ５０９７ １１．６５６９ ６．９９４２ １．２３８５ ４３．３２３９ ６５岁以上人口与１５～６４岁人口的百分比

民主程度 ４９６４ ３．３８４７ ６．８３２２ －１０ １０ ＰｏｌｉｔｙⅣ数据库中的Ｐｏｌｉｔｙ２指标

人均ＧＤＰ ５１０５ １１４６４ １６０９９ １３０ １１０００１ 总人口与当年ＧＤＰ比值

投资率 ４９５２ ２３．４６７２ ９．０３１８ －２．４２４３ １５８．５０７０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当年ＧＤＰ的比例

人均政府支出 ５１０５ ２１９３ ３２８１ ３．９１３０ １９２３１ 政府总支出对数值

进口占ＧＤＰ比重 ５０９４ ３８．５９１２ ２６．２０３５ ３．６４４９ ３６８．１８１０ 进口总额与当年ＧＤＰ的比值

出口占ＧＤＰ比重 ５０９４ ３３．９７９３ ２４．７２３８ ２．５２４６ ２３０．２６９０ 出口总额与当年ＧＤＰ的比值

　　（四）估计方法

静态模型使用固定效应（ＦＥ）估计。在进行静态面板估计时，不控制人均ＧＤＰ增长率滞后项，以保证估

计结果的一致性。

动态模型使用广义矩估计（ＧＭＭ）估计。为了提高估计效率，布伦德尔和邦德（Ｂｌｕｎｄｅｌｌ＆Ｂｏｎｄ，

１９９８）［３０］结合ＤＩＦＧＭＭ和ＬｅｖｅｌＧＭＭ的优势，提出了系统矩估计（ＳＹＳＧＭＭ）方法。该方法将差分方程与

水平方程作为一个系统进行ＧＭＭ估计，可以有效提高估计效率，同时较好地解决了弱工具变量问题。根据

模型需要选择合适的估计方法，分析动态式（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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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估计结果

　　（一）基本估计结果

利用固定效应最小二乘法（ＯＬＳ）估计式（１），回归结果报告于表２。静态面板模型可以分为混合回归、

个体固定效应和个体随机效应进行估计。Ｆ检验和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的样本数据适用于固定效

应模型。参照ＰｏｌｉｔｙⅣ数据库的分类标准，将 Ｐｏｌｉｔｙ２指标大于等于５的国家视为完全民主国家（地区），其

余视为不完全民主国家（地区）进行回归。表２中列（１）和列（４）为全样本回归结果，列（２）和列（５）为完全

民主样本回归结果，列（３）和列（６）为不完全民主样本回归结果。

表２　静态面板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总抚养

全样本 完全民主 不完全民主

（４） （５） （６）

少儿和老年抚养

全样本 完全民主 不完全民主

总抚养比 －０．０６３５ －０．１１８６ －０．０３０５

（０．０２５９） （０．０２１１） （０．０４９１）

少儿抚养比 －０．０６９１ －０．１５３６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２９５） （０．０２６１） （０．０４６９）

老年抚养比 ０．１３６６ ０．１７０３ ０．１１６５

（０．０８２２） （０．０７３２） （０．３７０４）

民主程度 －０．０２４５ ０．１１３７ －０．０１９２ －０．０３２８ ０．０３７０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３２８） （０．１６０５） （０．０９４７） （０．０３４５） （０．１５６６） （０．０９０５）

人均ＧＤＰ －２．７８９８ －４．３６６０ －２．９０９２ －３．４０１９ －６．１４３３ －２．９５４５

（ｔ－１） （１．０４４０） （０．８９４９） （２．１６７８） （１．３４５３） （１．０５４９） （２．２９８６）

投资率 ０．２４７８ ０．２１６５ ０．２９１０ ０．２６５９ ０．２６０７ ０．２９３６

（０．０３８０） （０．０３２６） （０．０４１８） （０．０３８０） （０．０３７６） （０．０４３７）

政府支出 －１．６４６５ －０．６１０６ －１．９８９７ －１．７３４７ －１．０４５５ －２．００４９

（ｔ－１） （０．７７１３） （０．７８１０） （１．２５６１） （０．７８６８） （０．８３４０） （１．２５３５）

出口占ＧＤＰ比重 ０．１３５８ ０．１１９６ ０．１７５５ ０．１４２９ ０．１３９１ ０．１７６２

（０．０３４３） （０．０２５８） （０．０５０９） （０．０３３５） （０．０２７９） （０．０５０９）

进口占ＧＤＰ比重 －０．０６１５ －０．０５８１ －０．０８７３ －０．０７４６ －０．０８３８ －０．０８９７

（０．０２２８） （０．０２２７） （０．０２９１） （０．０２６１） （０．０２７７） （０．０３３２）

常数项 ３２．２１８４ ４４．６０３６ ２７．７２２３ ３５．７４６０ ６０．８４４８ ２６．８９２８

（７．５５９４） （６．９０６０） （１５．１１３１） （９．６７７７） （８．７８８１） （１４．２６６９）

样本数 ４８８１ ２８４９ ２０３２ ４８８１ ２８４９ ２０３２

调整的Ｒ２ ０．０３０３ ０．０２３３ ０．０７８０ ０．０３３５ ０．０２１９ ０．０８２３

　　注：（１）本文使用 ＳＴＡＴＡ／ＳＥ１２．０进行程序编写和运算。、、分别表示在１０％、５％ 和１％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值为稳健标准
误。后同。

在静态模型中，本文的假设得到验证。民主程度不能直接影响经济增长，但能放大人口红利对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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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促进作用。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上升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这在全样本国家（地区）、完全民主

国家（地区）和不完全民主国家（地区）均成立。完全民主国家（地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大于

不完全民主国家（地区），这说明民主程度对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作用存在放大效应。还注意到，老年抚养

比与经济增长速度同向变化。可能的原因是：老年抚养比上升伴随储蓄上升，资本和劳动力的替代使得老

年人口并没有成为社会真正的抚养负担。

　　（二）动态模型估计结果

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民主程度与经济增长需要使用动态模型进行估计。模型估计的ＡＲ（１）

和ＡＲ（２）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的数据不适用于ＳＹＳＧＭＭ方法，而应该使用ＤＩＦＧＭＭ方法进行估计，结果报

告于表３。表３中Ｓａｒｇａｎ检验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ＡＲ（１）和 ＡＲ（２）检验不能拒绝一阶差分方

程的随机误差项中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的原假设。因此，动态面板回归结果中不存在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

和序列相关问题。

表３　动态面板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总抚养

全样本 完全民主 不完全民主

（４） （５） （６）

少儿和老年抚养

全样本 完全民主 不完全民主

人均ＧＤＰ增长率 －０．１３１８ －０．１２９７ －０．１３０５ －０．１１９８ －０．１０８６ －０．１２８４

（ｔ－１） （０．０２４１） （０．０２７４） （０．０３８６） （０．０２１９） （０．０２５６） （０．０３６６）

总抚养比 －０．６０３７ －０．６０９５ －０．４９６０

（０．０８８０） （０．０８０６） （０．１３２０）

少儿抚养比 －０．７０１１ －０．８０２１ －０．５５３０

（０．０８６２） （０．０８８４） （０．１２４１）

老年抚养比 １．６５８３ １．５１３７ ２．３４８７

（０．３４８９） （０．２６５４） （１．００９１）

民主程度 ０．０５６７ ０．１４６５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３２７ ０．１０６４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５１２） （０．０８１７） （０．０６０４） （０．０４８４） （０．０７２８） （０．０５７３）

人均ＧＤＰ －５１．７１３５ －４３．６３１０ －５３．５３０６ －５５．１２３５ －５０．５８１６ －５４．３７８２

（ｔ－１） （２．９１２６） （３．０５５８） （３．６１２８） （２．９７０２） （３．３４９８） （３．５４０１）

投资率 ０．３１０６ ０．４１９３ ０．２５１４ ０．３１１５ ０．４１１５ ０．２５１４

（０．０８３９） （０．０７１０） （０．０９９７） （０．０８０９） （０．０６７７） （０．０９９４）

政府支出 ２．３１２２ ０．６２５４ １．７３２２ １．９５３６ ０．１４７７ １．６２３４

（ｔ－１） （１．１２４１） （１．９７１７） （１．１４０９） （１．１３３８） （１．７９６０） （１．１５８１）

出口占ＧＤＰ比重 ０．２８４２ ０．２４１２ ０．２４８４ ０．２７４５ ０．２１７２ ０．２４９６

（０．０４５４） （０．０４９２） （０．０６２１） （０．０４２９） （０．０４５３） （０．０６２２）

进口占ＧＤＰ比重 －０．１５９１ －０．１０２０ －０．１６３７ －０．１５９７ －０．１０３６ －０．１６５８

（０．０４６２） （０．０３６７） （０．０５０６） （０．０４４６） （０．０３５４） （０．０４９９）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 ０．１５９４ ０．０７０５ ０．２６６４ ０．１６２６ ０．１２０６ ０．３０１０

ＡＲ（１）检验 ０．２７２５ ０．７０４８ ０．４３１１ ０．３６０４ ０．９４１４ ０．４７６８

ＡＲ（２）检验 ０．０６１３ ０．０２５１ ０．１４６７ ０．０５７８ ０．０４８４ ０．１３１９

　　注：表中ＡＲ（１）、ＡＲ（２）、Ｓａｒｇａｎ检验给出的结果均为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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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假设也在动态模型中得到证明。动态面板估计结果与静态面板结果一致，民主程度不能直接影响

经济增长，但能放大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上升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

降，并在完全民主样本中边际影响更大，民主程度对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作用存在放大效应。在动态模型

中也注意到，老年抚养比与经济增长速度同向变化。

　　（三）民主程度变化时期的考察

除了民主程度静态取值之外，本文也关注在公民地位发生改变的制度调整时期，收入的年龄效应是否

发生改变。表４汇总了民主程度是否发生调整时民主程度、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估计结果。其中列（１）和

列（４）为民主程度不变样本回归结果，列（２）和列（５）为民主程度提高时，制度更为开放样本回归结果，列

（３）和列（６）为民主程度下降时，制度更为保守样本回归结果。列（１）—列（３）为总抚养比估计结果，列

（４）—列（６）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估计结果。由于民主程度变化样本连续性较差，动态模型估计结

果难以刻画这种非连续效应。因此对静态模型进行估计。表４估计结果发现，即使在制度发生调整的时

期，本文的假设依旧成立。人口红利刺激经济增长，总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在制度变得更为民

主的经济体中更大。

表４　民主程度变化时期静态面板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总抚养

不变 更为民主 更为保守

（４） （５） （６）

少儿和老年抚养

不变 更为民主 更为保守

总抚养比 －０．０５８９ －０．１８１３ －０．１７５４

（０．０２５４） （０．０５２０） （０．０７３３）

少儿抚养比 －０．０６４２ －０．１１２８ －０．１４２３

（０．０２８４） （０．０５４０） （０．０６４６）

老年抚养比 ０．０９３４ １．４９６１ １．１９７８

（０．０７４５） （０．５０６８） （０．８４１１）

民主程度 －０．０３４０ ０．１１０９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４１７ ０．１２０２ ０．０２７０

（０．０３３６） （０．０９６９） （０．０９９１） （０．０３５１） （０．０９４４） （０．０９９３）

人均ＧＤＰ －２．５５９５ －９．６６７６ －１３．２２０６ －３．０５８９ －１０．９４１２ －１４．９０９３

（ｔ－１） （０．９５８３） （２．３１５３） （５．１０３９） （１．１８１６） （２．２６５９） （５．１３５２）

投资率 ０．２４４９ ０．２７９１ ０．０９３２ ０．２６０２ ０．３１０７ ０．１４６３

（０．０３４２） （０．１１６２） （０．１４８３） （０．０３３６） （０．１１６１） （０．１５１７）

政府支出 －１．８３９９ ０．６５２５ ３．２６４４ －１．９１１６ ０．３８２６ ３．０５９０

（ｔ－１） （０．８０４４） （１．４５７５） （２．３６２０） （０．８２１５） （１．４０６６） （２．２５１７）

出口占ＧＤＰ比重 ０．１４６２ ０．０１９９ ０．２６５９ ０．１５２８ ０．０２８７ ０．２５３３

（０．０３７８） （０．０９２０） （０．１２６０） （０．０３６２） （０．０８８８） （０．１２４１）

进口占ＧＤＰ比重 －０．０７３８ ０．０３９２ －０．２０８０ －０．０８５３ ０．０３３９ －０．２１９０

（０．０１９８） （０．１０７２） （０．０８３５） （０．０２１３） （０．１０５３） （０．０７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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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总抚养

不变 更为民主 更为保守

（４） （５） （６）

少儿和老年抚养

不变 更为民主 更为保守

常数项 ３１．８８０４ ７５．０１３０ ９３．６３２９ ３４．９０４９ ６６．３６６３ ９３．５２５４

（６．４６０３） （１５．９５１４） （３２．２７８８） （８．２０３３） （１４．４４８７） （３０．４９３１）

样本数 ４３８２ ３３７ １６２ ４３８２ ３３７ １６２

调整的Ｒ２ ０．０３３６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５７１ ０．０３６２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２２７

　　（四）估计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１９６０—２０１５年１５０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研究民主程度、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

系，发现：

第一，民主程度的变化没有表现出直接影响经济增长。民主程度的提高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两方面影

响：一方面，民主程度的提高能够解放社会生产力，完善市场结构，经济个体能够在利润驱使下自发实现资

源的优化配置，使得市场经济发挥更大作用；另一方面，较高的民主程度意味着政府拥有较低的经济调控能

力，市场失灵时难以有效发挥调整作用，不利于经济发展。德哈恩和西曼（ｄｅＨａａｎ＆Ｓｉ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９５）认为这

两个方面共同作用可能相互抵消，从而使得民主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明显［３１］。

第二，人口红利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民主程度对其产生放大作用。回归结果显示，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

比下降能够显著刺激经济增长，这在不同民主程度国家和地区以及民主程度变化时期均存在。这一结果与

布鲁姆和威廉姆森（Ｂｌｏｏｍ＆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９８）［３２］、多克阿格斯和鲁巴索格鲁（２００８）［１９］的研究结论一致。

完全民主样本和不完全民主样本回归结果表明，民主程度的提高能够促进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效应的释放。

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民主程度的提高能够促进人口健康素质和受教育程度上升，带来更高的人力资本，从

而释放人口红利；二是民主程度的变化引起劳动力流动速度发生改变，劳动可以在不同地区内实现优化配

置，使得经济能够发现并且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带来的发展机遇，实现经济高速增长。

第三，老年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同向变化，老年人口并不一定不构成社会抚养负担。一方面，老年抚养比

上升，社会消费水平上升，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老年人口增加使得非生产性消费支出增加，私人储蓄和

公共投资减少，对经济实现长期持续增长形成约束［３３］。这两方面的影响可能相互抵消，在本文的样本中表

现为老年抚养比上升显著促进经济增长。李军（２００６）通过将老年抚养比引入索洛模型，建立了包含人口老

龄化因素变量的经济平衡增长路径方程，证明了老龄化因素对经济增长既存在正作用效应又存在负作用效

应［３４］。在两种效应之间，也存在着“零作用”效应的临界状态。

　　五、稳健性检验

本文从分组检验、更换变量和更换数据三个角度开展主要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一）分组检验

１．按照时间分组

本文使用的数据样本区间为１９６０—２０１５年，在此期间内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不同历史时期

制度和人口年龄因素对经济增长发挥的作用可能存在差异。将全样本按时间分为１９６０—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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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三个子样本。可发现，按时间分组估计结果中，前有发现均稳健。总抚养比降低显著

促进经济增长，并在完全民主样本中边际影响更为明显。

２．按照经济发展程度分组

本文也关注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中，民主程度和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否发生改变。在全样本

中取人均ＧＤＰ的２５％分位点和 ７５％分位点，分别为 ９０５．４６７美元和 ９９２３．８１美元。将人均 ＧＤＰ低于

９０５．４６７美元的样本和人均ＧＤＰ高于９９２３．８１美元的样本分别进行考察。结果表明，即使在极端经济发展

程度的国家，建立更为开放的制度也更有利于释放人口红利。篇幅所限，稳健性检验结果不再报告。

　　（二）更换人口变量

在前文的估计中，利用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刻画人口红利。本文将使用人口占比对前

有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利用人口比例变量代替抚养比，考察民主程度、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否

在选取人口变量时保持稳健。结果发现以人口比例代替也不改变原有结论。少年人口（０～２４岁）占比下降

显著促进经济增长，民主程度能够方法这一促进作用。２５～４４岁、４５～６４岁和６５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均与经

济增长同向变化。

　　（三）更换民主数据

现有研究中使用较多的地位和制度量化指标包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杂志发布的民主指数、ＦｒｅｅｄｏｍＨｏｕｓｅ发布

的政治权利指标和ＰｏｌｉｔｙⅣ数据库中的Ｐｏｌｉｔｙ２指标。前文使用ＰｏｌｉｔｙⅣ数据库中的Ｐｏｌｉｔｙ２指标作为地位的

代理变量进行实证分析，本部分利用ＦｒｅｅｄｏｍＨｏｕｓｅ发布的政治权利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ＦｒｅｅｄｏｍＨｏｕｓｅ发布政治权利（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ＰＲ）和公民权利（ｃｉｖｉｌｌｉｂｅｒｔｉｅｓ，ＣＬ）两个指标，取值范围均

为１～７，取值越小，表明民主程度越高。全样本包含１９１个国家，筛选后为１２５个国家，样本区间为１９７２—

２０１４年。参照ＰｏｌｉｔｙⅣ数据库的分类标准，本文将ＰＲ和ＣＬ指标小与等于２．５的国家和地区视为完全民主

样本，其余视为不完全民主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反向变化，边际影响在完

全民主样本中更大。这与Ｐｏｌｉｔｙ２指标估计结果一致，说明本文研究结论在民主程度变量选取中稳健。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通过民主程度这一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结合人口经济学，研究民主程度、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

的关系。基于１９６０—２０１５年全球１５０个国家和地区的样本数据，探寻民主程度和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

用，验证了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在不同民主程度国家之间存在差异。研究发现，民主程度较高

的经济体，经济增长对人口红利更为敏感。具体而言：

第一，人口红利能够显著刺激经济增长。人口红利表现为经济体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大，劳动力市

场供给充裕，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老年抚养比表现为对经济增长存在促进作用。一方面，老年抚养比上升，

社会消费水平上升，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老年人口增加使得非生产性消费支出增加，私人储蓄和公共

投资减少，对经济实现长期持续增长形成约束。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可能使得老年人口并不一定构成社会

抚养压力。老年人口并不一定不构成社会抚养负担。安和乔伊（Ａｎ＆Ｊｅｏｎ，２００６）［３３］和李军（２００６）［３４］也有

相似的发现和观点。这方面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第二，民主程度难以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直接作用，但能释放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效应。在民主程度较

高的样本中，经济增长对抚养比变化更为敏感。这在民主程度变化时期也存在，并在不同时间区间、更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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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变量和更换民主程度代理变量时稳健成立。

第三，在极端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和地区，建立更为开放的制度更有利于释放人口红利，这在经济发展

程度较高和较低的样本中均成立。

经济行为归根到底是“人”的行为。民主程度反映一国和地区公民政治权利，通过立法和制度建设影响

经济主体“人”的行为，从而政治制度和人口结构变化均能影响经济增长。本文研究并发现民主程度能够放

大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是对政治学、人口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研究的一次尝试。研究人口

红利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这对于人口红利末期如何释放人口效应也可以提供新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此密切相关的事实是，人口红利窗口打开，同时社会主义民主化

建设不断推进。本文的研究和发现也有助于中国在人口结构和民主程度均发生显著变化的时期，寻找和关

注更有效的经济增长政策，并对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继续推行政府放权让利、促进公平竞争，从而最

大化挖掘人口红利末期的经济增长潜力提供经验支持。同时，通过改革和民主程度的改善，进一步发挥其

对其他要素的放大效应，全方位开发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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